
彝族是一个牧耕民族，其主要的生产部门为

农业，畜牧则是重要的补充，捕鱼、狩猎、伐木、采

集、养蜂等也是彝族地区的生产副业。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在传统彝区占据统治地位，手工业未

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在历史上的大部分彝区，商品

交换未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本民族内部也未产

生商人阶层。但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易活动

中，彝族人民在商品交换方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

“习惯法”，这些规则对于维系彝区的商品交易秩

序，帮助人们互通有无，促进彝区生产贸易的发展

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彝区商品交易的发展历程

彝族曾经有过氏族社会的繁荣时代，在这个阶

段，每一个氏族自成一个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单位，

在氏族内部，通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经济原

则。氏族社会时期，不仅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氏族组织的血缘结构也决定了氏族内部各个成员

之间，没有发生交换行为的可能。氏族时期的遗俗

在后来的彝族地区的“家支”组织中依然清晰可

见。彝人十分注重自己的家支并熟知其谱系，同属

一个家支者相互扶助、不计得失。在这样的社会结

构及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彝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家

支内部不应该对利益斤斤计较，相互扶助乃天经地

义，睚眦必较最为人所不齿。甚至于到了一九四九

年以后，还有不少人羞于买卖，他们在集市上不仅

不高声叫卖，反而用头巾遮脸，仿佛在做不光彩的

事。相反，彝人们恪守的格言是“走遍家支的地盘，

可以不带干粮；依靠家支，三代人都平安”。这样的

现象说明，我们不应当只看到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

对氏族组织解体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也应当看到氏

族制度对商品交换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氏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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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由于剩余产品甚微或生产品不足，不仅在氏族

内不存在交换行为，在氏族之间亦鲜有公平、对等

的交换。氏族间的物品交流方式主要有二：一是通

过战争掠夺；二是在氏族外婚的过程中，随着两性

交往而发生诸如装饰品、日常生活用品等微小物品

的流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彝族先民的氏族组织

之间开始发生余缺产品的交换，人们最初的交换总

是“抱布贸丝”似的以物易物[1]，交换的发展和动产

在氏族私人成员中的积累是一个同步的过程。进

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彝区男性以牛、羊等物实现

婚姻关系的风俗日渐流行，以聘礼为形式的婚姻一

开始就具有购买的性质，一极是物品，一极是妇女，

这也是氏族时期不应忽略的交换方式。

早期氏族间的交换并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

础[2]，而是以自然地理环境所导致的物产差异为前

提。作为彝族先民的氐羌族群居住在祖国的甘青

高原，这里盛产石英石和玉。氐羌人制造的石英石

刀锥、斧及玉器为中原地区的农耕部落所青睐，他

们时常用这些物品向对方交换粮食和其他器物，这

种交换关系长期而稳定。这一时期交换关系的特

点，一是发生在氏族与氏族之间，只有氏族才有发

生交换关系的主体资格，个人基本无权以个人的名

义进行交易；二是交换关系一经形成即相对稳定，

交换本身的稳定性掩盖了物物交换价值形态的狭

隘性。[2]115随着青铜器的普遍应用和铁制品的初步

使用，彝区的生产力显著提高，原始共产主义的氏

族大家庭逐渐解体。由于生产品的剩余增多，交换

行为开始繁荣和扩大，而人们的技术水平也在不断

提高。这时的交换对象开始由有差异的自然物发

展为人为加工、生产的物品，物品的种类、形制、功

用和工艺也日趋复杂。同时，交换的主要经济承担

者已不再是氏族部落的代表，而是各个相对独立的

家庭，这使交换双方的社会关系变得极为复杂。这

时，彝区已经出现了牛、羊、荞麦等扩大的价值形态

充当交换的媒介，但由于交换本身的目的依然是为

了获得物品的使用价值，故一般等价物不能解决物

物交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各种矛盾和障碍。物

物交换以一种“碰巧”的方式进行着，当一方需要A

物而有B物出卖，同时另一方需要B物而有A物出

卖时，交易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就会发生交易受阻

的情况。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前，处于家支和奴隶制

度下的川西南凉山彝区仍未形成本民族内部的市

场，交易受阻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然而，彝族地区商品交易的历史并未停留在

“碰巧”式的物物交换阶段，人口的增长、生产力的

进一步发展酝酿着集市贸易的逐渐形成。集市的

产生并不简单是若干个偶然发生的物物交换的集

合，在西南彝区，人们乐于在大型集会中开展交易

活动，从而构成“集会即集市”的特殊现象，这是由

偶然的物物交换迈向集市贸易的重要一步。交易

借助于集会进行，这是在许多民族的社会历史中都

可发现的现象。集会为人们提供了比偶然交换更

为便宜的交易条件，在稠密的人群中，物品的种类

更为复杂，人们更容易找到适合的买主或卖主；他

们甚至可以对物品的质量和细节进行挑剔——因

为出卖者不再是仅有一个。同时，交易的形式突破

了“点对点”的局限，多边交易、连续交易开始出现，

人们不再是仅仅追寻某种使用价值，许多人都发

现，交易可以给他们“凭空”地带来利益，这促使人

们有意识地生产专门用于销售的产品。“集会集市”

的现象以滇、黔彝区较具代表性，它不仅存在于彝

区交易发展的历史中，甚至一直延伸至今。以云南

哀牢山彝族的传统集会日“立秋节”为例，立秋节的

集会场地通常较固定，“开市”时，附近的彝民和汉

民即带来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易，上市产品多为土特

产，如大麻、棕衣、松子、茶叶等，也有锄头、砍刀、镰

刀等小农具，集会场地附近还有人经营酒肉等食

品。又以云南永仁县宜就区“尼颇”彝人的“山街”

为例，宜就全区至今仅有一个集场，它占地不过里

许，四围有连绵不断的山峰环绕，形成一微型盆地，

彝语称之为“尼格维支”[3]89，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称

谓，它折射出彝族地区集场的形成轨迹。“尼”在彝

语中指祖先、祖灵并含有“虎”的含义，“格”为集会、

会盟或碰头之义，“尼格”即祭祀祖先或虎祖的宗教

集会。而彝语“维支”则指小商品的交换场地，“尼

格”与之相连，反映出古代人们举行祭祖典礼的宗

教场地演化为集会集市的历史。历史上繁荣的集

会集市还有云南牟定彝族“罗罗颇”的“三月会”，滇

南峨山彝族“赊苏人”的花街等。随着产品及商品

交易的不断发展与繁荣，一些地区的大规模商品交

换脱离开歌舞、节日或宗教集会而独立为专门的集

场贸易，但同时，人们在大规模的集会活动中，依然

保留着开展交易活动的古老风俗。

二、彝区的商品交易方式及其规则

在尚未形成集场贸易的时空范围中，川、滇、黔

彝区的交换方式主要有“访问式交换”“传讯式交

换”和“援助式交换”几种，不同的交换方式适用于

不同的社会关系，在调整交易关系的过程中，相应

的习惯法规范亦不断完善。

陈金全，等：彝族历史上的商品交易习惯法探析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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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援助式交换

援助式交换仅发生在父系家族内部。当家族

内某一户人遭遇经济困难时，本家族成员无论远亲

近邻均会携来各种物品，尽援助之责；反过来，受援

家庭在其亲族成员遇有红白喜事或灾祸之际，亦当

携物品前去“还礼”。彝族地区的援助式交换不应

被简单视作“经济援助”，其交换的性质亦比较明显

——一方在援助另一方时，已经产生出接受另一方

援助的期待，这样的援助并不是无偿的。在滇、川、

黔彝区，援助式物物交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同

的是，四川凉山彝区的人们在“援助”和“受援”中大

多不计较得失，即便自己曾在救助某亲戚的时候捐

出一匹肥牛，而需要救助时仅从他那里得到一匹瘦

马，亦能处之泰然。而在滇、黔彝区，受援户必记下

从各户得到的援助物品的种类及数量，当某户需要

援助时，亦将价值近似的物品送回，若显失公平，则

会引发纠纷。可见，滇、黔彝区的情况更明显地体

现出家族内互援行为的交换性质，援助式交换是交

换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一方面，代

表“私”的家庭已经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和交换关

系的主体，但另一方面，由原始氏族部落演化而来

的“家支”等家族组织还承担着广泛的经济及社会

职能。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家族内部成员既

不可能独立为“原子”，相互开展不受限制的交易行

为；又不可能如远古氏族部落时期一样，杜绝血缘

群体内部的一切交易活动。

导致援助式交换发生的主要情况有以下几种：

（1）家族成员遭受天灾人祸，一贫如洗，家族首

领应举行“蒙格”会议，动员其他各户尽其所能给予

援助。

（2）家族成员因触犯习惯法，需支付命金或其

他高额赔偿时，家族首领应视各户情况进行分担。

（3）家族内某户有红白喜事急需金钱物品时，

各家应携物品前来援助。

总之，在援助式交换中，族内成员正是因尽了

援助之法律义务而获得受援之法律权利，物品在受

援和援助中呈双向流动，因而已具有交换的内容。

在滇、黔彝区，人们更是多借援助之名而行交易之

实。

（二）访问式交换

访问式交换是彝人在“走亲访友”中伴随进行

的一种物物交换，它在滇、黔彝族的经济生活中普

遍存在。此种交换关系发生在有血亲和姻亲关系

的彝族之间，后来也扩大到彝汉相互结拜的“干兄

弟”“干亲家”之间。访问式交换的对象主要是因自

然原因形成的物产，如居住在高山、二半山的彝民

适于种植玉米、苦荞、燕麦等山地作物，当这些作物

成熟时，平坝和河谷地区的农作物还未成熟，山区

的人们即将作物送至平坝、河谷地区的亲友；反之，

平坝和河谷地区适于种植水稻、花生等作物，它们

成熟时，种植者亦将其送至山区的亲友，彝人们称

这种做法为“尝新”或“尝鲜”。正因为有亲属或拟

制的亲属关系为前提，访问式交换与普通的交易往

来不同，它天然具有良好的信用基础，在这种交换

方式中，买和卖的行为在时间上是分离的，交易的

场景也常常笼罩在“赠与”的温情之中，绝无尔虞我

诈或者激烈的讨价还价的场景。但很显然，访问式

交换又不同于赠予，这不仅体现在人们必须在合适

的时间“回赠”（其对象通常是己方的特产，同时为

对方所需之物），而且在交换物品的价值上必须做

到大致的均衡。如马塞尔·莫斯在《礼物》中描绘的

那样，访问式交换表面在交换物品，实质则是人际

关系的互动往来。即便是一种互赠式的交换，但人

们对“交易公平”依然充满期待，虽然很少有人会因

为交易不公而当面翻脸，但可以说人人心中都有一

杆秤，如果哪方某次赠送物品的价值明显少于得到

物品的价值，又不采取补偿措施，那么长此以往，这

样的贪图小利者必然受到舆论的指责，与之发生访

问式交换的亲戚亦会逐渐与之断绝关系。访问式

交换的规则可以说是以公平、信用为前提，以失信

和社会关系的丧失为惩戒。

（三）传讯式交换

传讯式交换主要存在于四川凉山彝区。凉山

彝区无本民族内部的市场，如前所述，在无市场的

社会中，物物交换常以一种“碰巧”的偶然形式进行

着，这导致了交易受阻现象的发生。民国时期对四

川雷马峨屏地区的调查资料称，凉山彝族“贸易仍

属以有易无，无一定之市场，长途跋涉数十里，费时

若干日，而交易仍未成。”因此，人们在以物易物的

交换中，为了提高交易的成功率，降低交易成本，不

得不以“传讯”的方式去寻找需求品的卖主——同

时也是出售品的买主。人们通常的交易程序是，首

先尽力散播有关的供求讯息，这大致相当于现代民

法中的“要约邀请”；若找到合适的交易对方，双方

将约定一个具体的日期，如“虎日”“兔日”等等，并

确定一个交易地点。同时，大多数交易必会请一位

中人，这体现出传讯式交易与访问式交易的最大差

异：在与很可能是“陌生人”的对方进行物品交换

时，程序保障显得非常重要。中人肩负多重责任，

通常由通晓习惯法并有良好信用的人担当，他们不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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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交易的证人，同时还可替当事人议价、预看商

品，有的也帮助议定正式交易的时间和地点。正式

交易当天，双方将携带商品聚于约定地点，在证人

的监督下展开讨价还价。譬如双方进行的是以骡

马和小麦相置换的交易，那么他们通常会将物品折

算成羊或者银子，计价过后，不足的一方应当补足

差额。一旦成交，交易双方必会杀一只鸡或一只羊

进行血盟，意为交易置于神圣的监督之下，双方均

平等自愿，今后永不反悔，否则必遭厄运。传讯式

交换适用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任何人之间均可通

过此方式进行交易。但同时人们必须遵守“先家支

内、后家支外”的规则，买卖物品必须先在本家支内

询问，本家支无人愿做交易时，再广泛传讯到家支

外，与“外人”进行交易。

三、彝区的族内交易状况及其规则

彝族地区的交易，在族内和族际间有所不同，

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产品的结构性差异；二是由于

族群认同、关系距离的原因，导致交易双方或多方

的身份基础及信任程度不同。发生在族内和族际

间的交易，在内容、程序及习惯法规则上均各成一

体，具有较明显的差别。

就彝区族内交易的状况而言，在习惯法遗存较

完整的凉山彝族地区，没有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商

人阶层，附带从事商品活动的一般是曲诺和阿加等

级，也有极个别的呷西。诺合等级轻视商品交易行

为，但在20世纪鸦片广泛种植的时期，他们之中也

有附带从事商业活动者。彝区的经商者平日仍以

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仅利用每年1～2个月的

农闲时间进行商业活动。这些“商人”都不同程度

地隶属于主子，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仍然要

担负一般曲诺、阿加和呷西的隶属性负担，这包括

实物和劳役等等。阿加和呷西进行商业活动的资

本，一般由主子给予，而以盈利的半数上交主子。

一般情况下，阿加或极少数的呷西从事商业，事先

需要获得主子的允许，以自己的积蓄作商业资本的

曲诺或阿加，如果因为从事商业而耽误为主子服劳

役的时间，则可以用实物作偿。总的来看，鸦片大

面积种植以前，由于商品交换活动对彝族社会的经

济生活影响不大，故彝族“商人”并未形成独立的社

会阶层，其社会地位也只是相当于其等级的地位。

彝族内部的商品交易，一是彝族民众之间通过

中间商或者直接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二是彝族民

众通过货币或物品，从他人处换取由彝汉交易得来

的外地产品。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彝汉之间

商品交换的继续。彝族内部商品交换的种类主要

有粮食（少量）、羊、牛、鸡、酒（以上为彝族内部生产

的）和盐、布、铁、针线（从汉族地区运进的）等等。

由于彝族社会是一个高度的自然经济的社会，但又

有盐、布、铁几种必不可少的物品在彝族地区不能

生产，因而在彝族内部的商品交换中，又以从汉族

运进的盐、布和铁作为交换的主要内容。同时，由

于彝族社会的生产部门没有任何较大规模的协作

劳动，农业和畜牧都是在个体劳动的方式下进行，

在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黑彝等级不可能提

供大量的剩余产品投入到彝族内部的商品交换之

中。

在彝族社会内部，商品交换已自发地形成了一

般的价值形式——主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羊、牛、

马等牲畜，一切其他商品均可与之交换，它们是借

以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借助一般等

价物进行的交换在凉山彝区称为“牛打马算”，但这

种交换大抵只适用于较大宗的贸易，如在粮食区与

畜产区之间进行粮食与牲畜的交换。在日常细小

的交换中，交换价值通常是直接通过商品本身的使

用价值表现出来的，它带有偶然性，并以物物交换

的形式进行。如以针线换鸡蛋，盐巴换牛、羊皮

等。总而言之，彝族内部的商品交换多种价值形式

并存，它既以货币（主要是白银）作为交易的媒介，

同时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也普遍存在，如下所述：

首先是一般的价值形式。如一升粮食、一只

鸡、一张羊皮等，交换通过生产者用以物易物方式

来进行。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各种物质间进行交

换的量的比例通常会趋于固定，如在凉山昭觉县城

南乡，1斗苞谷可以换得2～3斤羊皮，2斤酒可换取

1/2只鸡，4背洋芋可换1斗谷子或1斗荞子……同

理，其他物品间的交换亦遵循人们熟知的比例。

其次是扩大的价值形式。在长期的交换活动

中，一些频繁被用于交换的物品，如粮食或羊皮等，

由于它们非常容易出卖，故从事交换者喜欢将它们

留待进一步交换，而不是急于自己消费。在这种情

况下，人们在交换时所关心的已经是作为一般等价

物的物品数量及其价值，而不是它的使用价值了。

同样以城南乡为例：通常，1斗苞谷相当于2～3斤羊

皮、2斤酒、1/2只鸡、2/3斗豆子、4背洋芋、1/3只羊、1

斗谷子、1斗荞子、1斤盐巴或2斤铁。

最后是货币价值形式。如枪支、鸦片、布皮、羊

子、粮食等，通常通过商人进行商品—货币—商品

的非物物交换，并采用以白银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

价值形式。这种交换在20世纪初以来，由于鸦片贸

陈金全，等：彝族历史上的商品交易习惯法探析陈金全，等：彝族历史上的商品交易习惯法探析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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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而导致白银大量流入彝族地区而更加普遍；同时

它也逐渐影响到一般的小额交换，即使白银使用不

多，但在价值折算上也采用货币价值形式。

另外，彝族地区的商品交换虽不发达，但彝族

民众依然在经验积累中创造出特有的度量衡体系，

主要有以下几种：

A、长度：长度没有精确的量具，其单位有：

“拍”：指两手伸平的长度，约5尺长，量较长的

东西一般用拍。

“卡”：指大拇指和食指伸平的长度，约5寸，一

般用于量较短的东西。

“方”：量布时用窄布的对角作长度单位。

B、容量：容器有小升、大升和斗三种。

小升：8小升=2大升=1斗。

大升：1大升=4小升。

斗：10斗=1石。

石：1石谷子=200斤重。

C、重量：量具为秤，秤分两种，一种是彝族民众

用石头做秤砣的老秤，另一种就是汉族的老秤，秤

砣用铁，计量单位1斤=16两。

四、彝区的彝汉交易状况及其规则

（一）彝汉间的商品交易状况

彝族社会的土特产和少部分剩余生产物与汉

族地区的生产物，多通过汉商、彝商进行交换。这

种交换主要是在围绕彝汉杂居区（或汉区）的市场

进行，其次是在彝族地区“保头”的监管范围内进

行。在鸦片还未大量输入彝区之前，彝汉之间商品

交换的内容主要是汉区生产的盐、布、铁与彝区的

药材、皮货和其他土特产品进行交易。如前所述，

彝族社会所能提供作交换的剩余产品是很有限的，

同时，它不能自产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必需品，如

盐、布、铁等等，因此，在明清以来，彝汉之间的商品

交换在彝族社会商品交换的整体中占据主要地位，

而彝族内部的商品交换实质上只是彝汉之间商品

交换的一个补充或继续。并且，彝汉两族各自的生

产品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这有利于交易长期稳定的

展开，正如彝族社会流行这样一句谚语：“彝人离不

得汉人，汉人离不得彝人，彝人离不得盐巴，汉人离

不得皮货”。

彝汉之间商品交换中采用的价值形式，一般是

以白银或银圆为手段的货币价值形态，并使用汉族

的度量工具和计算单位。虽然在交换过程中，仍然

采用产品的直接形态作为等价物，但交换者双方都

经过把产品换算为货币价值的过程，因而这种交换

是商品—货币的间接交换。

很久以来，彝汉双方的货物主要靠人力“带进

带出”，即彝族群众把自己的产品直接带到汉区市

场销售后，又把汉区的商品买回彝区。同样，汉商

也把商品直接带到彝区去销售后，又把彝区商品买

回汉区。这一种交易办法，彝族称之为“施居伍鲁

木”，意为老式交易。后来，随着彝汉杂居区集市的

建立，商品交换的渠道也随之丰富起来。凉山彝族

地区彝汉杂居区集市的特点是：其一，集市中的座

商和行商大多是汉人，只有少部分是没有脱离农业

生产的彝族商人；其二，它们都是定期的集市，如每

10天赶集3次，这与汉族农村定期集市的习惯相

似。由于盐、布、铁都是彝族人民生产和生活所必

需的物资，而药材、皮货、土特产也是汉族地区需求

的物资，这几种商品交换的必要性就是产生这些集

市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这些集市大多已有悠久

的历史，同时，它们的分布地带必是两族人民往还

的交通孔道与货物集散的地方，如位于凉山地区普

格县的沙伙幺市场和昭觉县的“一城二镇”便是当

时非常有名的两个市场。

（二）“惹求”制度和“投保”制度

彝汉双方群众在做生意时互相支持、互通有

无、共同得利，在自愿和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彝汉双

方可以户对户的方式建立起一种被彝族称为“惹

求”的法律关系。彝语“惹求”一词，意为朋友加兄

弟之意，也是对汉族朋友的一种尊称。在本族内部

互相之间不用这种称呼。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彝汉两个民族之间相互交往过程中，特别是共

同经商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名词。其目的纯属是在

做生意时相互支持，相互保护安全，相互提供方

便。建立这种关系时，汉方到彝区去或通过第三者

的介绍，在彝区找一户自己信得过的彝族作为自己

的“惹求”，然后通过这户“惹求”的帮助，在彝区做

生意。这种“惹求”户的基本特点是：

（1）汉方以小商小贩为主，彝方则以平时做一

些生意和爱跑汉区市场的普通农民为主。其中有

少数生意较大的商人和当地彝人中有一定势力的

人。

（2）双方相互提供商品，所提供的商品主要以

小商品和土特产为主，交易时采取银子支付和以物

易物，交换方式很灵活。

（3）方便群众，特别是方便彝族群众。当时的

市场都集中在汉区，有些彝族群众为了买几斤盐巴

和几件土布，往往要从老远的地方跑到汉区市场，

往返数天不说，还要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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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双方“惹求”的担保，群众可以赊帐购

买货物。如某个彝族群众需要一件布，但一时拿不

出钱时，可由彝方“惹求”作担保，汉方“惹求”就可

赊账把布给所需者，同样，汉方群众也可采取同样

的办法赊帐购物。

（5）“惹求”之间相互可以代购代销。如汉方把

商品运到彝方的“惹求”家里，由彝方“惹求”帮助他

们销售和代为购买所需货物。彝方也同样采取此

办法由汉方帮助代购代销。

（6）“惹求”双方都严守信用，相互信任和相互

保护，绝对不能相互欺骗。彝汉群众之间建立“惹

求”关系是一种相互团结合作的方式。相互帮助时

不计报酬，根据双方各自的情况，有时相互赠送一

些小物品，如汉方送彝方一些食盐、针线、毛布等，

彝方送汉方一些牛羊皮等土特产品。

由此可见，彝汉互市不仅丰富了彝族人民的

物质生活，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且

还促进了彝族商品交换由物物交换向货币交换

的演化。彝族传统中具有“贱商”的观念，彝族民

众赶场，通常把物品藏于阔大的羊毛披毡中，主

动上门找买主，这被称为“披毡市场”，随着彝汉

杂居区市场的出现，彝族的“贱商”观念也渐渐得

到了改变。

除了彝汉杂居区的集市交易，解放以前，汉族

商人从汉区贩运盐巴等稀缺物入山，交换彝区的土

特产，这也是彝汉之间商品交换的重要形式。汉

人到彝区经商，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及所带货物

能够平安通过，必须找有威望的黑彝头人作保，这

即是由彝汉交往而产生的“投保”制度，该担保人

即被称为“保头”。在彝区的边缘地带的保头称为

“外保”，彝语叫“喜波”，汉商一般需给外保总计货

物值的10％到15％作保费。由外保负责护送汉商

“入境”并联系彝区内的另一黑彝头人作保，此称

“内保”，彝语叫“古波”，汉商不再支付保费，外保所

得保费应与内保平分。如内保一人保不了安全，还

可另找人共保，保费再平分。如中途发生事故，投

保人遭受抢劫、偷窃等损失，则由内保向外保负责，

外保向汉商负责赔偿。进出彝区经商的汉族商人

必须找保并交付保费是一项例行的规定，但保费

征收的标准在各地并非完全一致。例如，从雷波

县城至美姑县巴普区经商要经过帕哈乡的乌角与

那里沟乡的马颈子两地，这一地区按惯例可以两

种形式交付保费：一种固定，即在乌角交五两银，

在马颈子交十两银；一种不固定，即按货物售价的

1/10交付。

五、近代鸦片贸易对四川彝区商品交易的影
响

近代四川彝族地区的鸦片种植与贸易，是彝族

社会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彝族社会经济研究中不可

忽略的一个问题。鸦片在四川彝区的种植和贸易

大约始于清末民国初年。尽管当局颁布了许多“禁

烟”令，但是地势险峻、山峦起伏的四川凉山地区由

于长期处于闭塞状态，始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凉

山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及历史条件等因素造就

了鸦片种植和贸易猖獗泛滥的温床。因此，自汉区

“禁种令”颁布实施以后，地处边远偏僻，政府和地

方军阀均不能直接统治的凉山地区便成了“阿芙蓉

（鸦片）的世界”。

四川彝区种植鸦片，主要用于贸易。当时，鸦

片已成为彝区交换白银、日用品乃至枪械的特殊商

品。因此，一方面奴隶主强制其所属阿加和呷西大

量种植，另一方面，由于鸦片获利甚厚，汉区的投机

商人也将银子、枪弹及各种生活必需品不断运进凉

山交换鸦片。这样，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刺激作用

下，自清末到民改前的几十年间，鸦片种植在凉山

地区大肆泛滥，为害匪浅。鸦片在凉山既然是作为

一种特殊商品而生产的，其生产的发展必然引起彝

族社会商品交换——主要是彝汉之间的商品交换

发生一系列变化：

（1）交换内容的变化。鸦片没有从四川彝区运

出以前，彝汉交换的商品内容只有皮货、药材、土特

产与盐、布、铁，交换规模也很小。鸦片运出以后，

交换的商品内容就变为唯一的鸦片与盐、布、铁、武

器、服饰品的交换，到一九四九年前夕，交换的规模

也大大扩大。

（2）市场情况也起了变化，过去彝汉交换主要

是在边缘彝汉杂居区或汉区集市进行，鸦片大量运

出以后，市场就已越出了集市的范围，曾经出现过

一些专门进行鸦片交易的临时市场。

（3）引起两种新的交换方式的产生：一种是汉

族商人到四川彝区边缘地带的彝族地区来收购鸦

片，他们是在彝汉杂居区的彝族引导下来的，并且

采用鸦片“卖青”的方式，如雷波马颈子等地，不少

汉商在鸦片尚未成熟时便来彝区，请当地“保头”介

绍，包下种烟者一定面积的罂粟青苗，预估产量，先

付价值的半数，到罂粟收割时，再携同具有采烟技

术的工人来收割。另一种交换方式是边缘区的个

别黑彝和曲诺产烟者，亲自把鸦片运往汉区或杂居

区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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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不仅吸引了大批汉商和本地彝商，也招

来了大小军阀。民国以来，大小军阀把枪弹作为

一种与鸦片交换牟取暴利的“商品”输入凉山。根

据林耀华先生在《凉山彝家》中的描述，枪支和鸦

片的交换有数倍之利，投机商人和大小军阀因此

而垂涎三尺。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相继把数以

万计的近代武器作为商品送入凉山。可见，大小军

阀在凉山鸦片贸易中，直接充当了一种“特殊商人”

的角色。

上述以鸦片为主要内容的商品交换，在短期内

使四川彝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供应，盛产荞子、

洋芋、玉米的四川彝区，不仅吃到了大米、盐、酒，还

得到和增加了布匹等生活用品及铁制工具。这似

乎给四川彝族整个商品交换带来了繁荣景象，其实

这是一种畸形的局面。它表现在交换中，汉商主要

以收购鸦片为主，这就使原来流入商品领域中很有

限的凉山皮货、药材等土特产品由于受鸦片的排挤

而缩水；而汉区运来的商品除了原来的盐、布、铁等

日用品外，又增加了枪弹、服饰品等，尤其是反动军

阀、官僚输入大量枪支换取鸦片，不仅影响了商品

交换的正常进行，而且加深了汉商和反动军阀对凉

山人民的搜刮。

因此总的来看，鸦片的大量产销，不仅对四川

彝族的商品交换，而且对四川彝区的生产乃至整个

社会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长时期的发展

来看，鸦片的种植与交换对四川地区的破坏性后果

是十分严重的，这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对土地的掠夺，即种植鸦片对于地力的耗

费。鸦片生长期间需肥量大，不仅使种植者被迫将

大量农家肥施于鸦片，减少对其他农作物的施肥，

并且大量消耗土壤中的有机肥，使土质变硬并逐年

减产。不仅烟地改种其他作物产量要降低，并且烟

地继续种烟，产量也要下降。这就使凉山一些本来

有余粮的产粮区，种烟后普遍下降为缺粮区。

二是对劳力的浪费。种烟要有比较复杂与细

致的技术，在以人力与畜力作为动力、操作简陋农

具的四川地区，费工较大。据甘洛县玉田乡调查，

种植鸦片一亩地合计需要八十七个人工，一个牛

工。而种植其他农作物，玉米一亩地只需人工十八

至二十二个，牛工两个；马铃薯一亩地只需人工十

五至十八个，牛工两个；水稻一亩地只需人工二十

二个，牛工三个。可见，种植罂粟对于农业劳动力

是一个巨大的支出和浪费。

三是对直接生产者本身健康的残害。由于使

用少量鸦片可以治病，在医疗条件十分落后的偏僻

农村，特别是鸦片产区，有些人为了方便往往将鸦

片作为应急的治疗品，这就容易出现种毒者吸毒的

现象。此外，由于还有部分妇女吸毒，从而严重地

影响甚至破坏了生产，使劳动生产率显著下降。

四是刺激了冤家纠纷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大

量鸦片运至汉族地区销售，换来了日益增多的枪

弹，普遍取代了旧式的弓箭与刀矛。而枪支的大量

增加与旧式武器的淘汰，标志着冤家械斗中杀伤力

与破坏力的增强，也标志着冤家纠纷的愈加频繁与

扩大。而另一方面，鸦片的大量外销也较快地增加

了奴隶主阶级的财富，刺激了通过械斗向外掠取奴

隶劳动力的需求。

总之，近代四川地区的鸦片种植与贸易，是近

代彝族奴隶社会中规模最大、最典型的商品生产与

贸易。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彝族社会商品

交换的规模，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就彝区整个奴

隶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发展水平来看，这种商品生产

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畸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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